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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类人猿现状》系列由Arcus基金会委托编写，目
的是提高对人类活动对所有非人类类人猿物种影
响的意识。该系列介绍非洲和亚洲类人猿保护情

况，包括大型类人猿，即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猩
猩，也包括小型类人猿，即长臂猿。该系列也介绍世界各地
养护所、动物园和研究机构中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的现状和福
利。该系列两年出版一卷，这是第三卷。这一卷审视在类人
猿栖息地的固定和直线型基础设施开发在建设、使用和退役
阶段的影响，尤其侧重道路和水电站的影响。之前两卷《类
人猿现状》介绍石油天然气开采、采矿和伐木等采掘业对类
人猿的影响（第一卷），以及工业化农业对类人猿的影响（
第二卷）。每一卷都包括一个主题部分，由讨论专题问题的
几章组成，介绍各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说明性案例分析。
每一卷第二部分介绍类人猿种群在其天然栖息地和人工饲养
环境的现状和福利。这份政策简报总结最新的第三卷的第一
和第二部分，介绍主要结论，并向当地、国家和全球利益攸
关方提出最佳实践建议。

类人猿作为生活在森林里的大型哺乳动物，可作为它栖息的
生态系统总体健康状况的指示物种。热带雨林是类人猿的
家，也是土著居民和其他当地社区食物、水、药物和庇护的
极其重要来源。此外，这些森林维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
供碳封存等生态系统服务，对所有人类的福祉必不可少。这
份文件的目的是帮助对影响类人猿的活动能施加影响的利益

攸关方，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类人猿保护之间实现最佳平衡。 

 

 

基础设施开发

全球推动力 

随着我们星球上人口增加和人类消费水平升级，全
球对食物、水、能源和其他商品的需求迅速增
长。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类和各产业不停扩展

到曾经偏远的地区。公司加大在之前不曾勘探区域的勘探，
其中许多是受保护区域，或者具有较高保护价值（McNeely, 
2005）。虽然新的基础设施对实现经济发展必不可少，但是
太多时候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考虑对环境和依赖自然资本获得
生计和福祉的人们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确定的宏伟
目 标 ， 估 计 需 要 9 0 万 亿 美 元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 G l o b a l 
Commission, 2016）。比如，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将
连接64个国家，估计需要8万多亿美元投资（Ascensão et al., 
2018）。新的基础设施是为了支持城市发展、发电和交通，
以便减少贫困，获取能源，供应安全饮用水，促进商品到市
场的流通。

可惜，许多国家的发展规划过渡依赖向新兴海外市场出口商
品，包括化石燃料、矿产、木材和棕榈油等农产品。在这种
情况下，直线型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连接成网，连接到固定
的大型工业化项目，包括种植园、水电站和矿场（Edwards et 
al., 2014）。为了把商品运到碾磨厂、码头、加工厂、精炼厂
和冶炼厂，需要修建道路、铁路和航道，但是对更广范围的
人民群众来说，这些项目可能并不促进可持续和均等的经济
发展机会。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来自多边发展银行、新兴市场开发银行、
双边援助机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私营公司。这些贷款机构
的社会和环境保障机制的健全程度相差很大。世界银行首先
制定保障机制后，20世纪80年代起是这些保障机制的第一个
强化期（Currey, 2013）。不过，有人指出，21世纪第一个十
年，中国登上全球舞台后，贷款机构放松了融资附加的社会
和环境标准（Kahler et al., 2016）。

中国海外投资增长迅速，据说中国融资很少附加社会和环境
约束（Edwards et al., 2014）。根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分析，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30亿美元（IISD, 2016）。不
过，该研究所指出，对中国对自然资源投资方式的批评可能
是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比如，中国近期发布了适用于海外运
营的自愿环境指南。

关心保持竞争能力的贷款机构必须意识到参与没有充分保障
机制的项目有金融、运营和声誉风险。执行差、利益攸关方
之间冲突、腐败、规划不全面、缺乏能力或技术专长、民间
社会组织没有参与等问题，经常困扰这些项目。这些因素会
导致严重延误、成本增加或计划之外的成本、负面宣传。 

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基础设施扩张趋势

虽然所有类人猿物种受到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保护，随着工
业活动蚕食它们的森林栖息地，类人猿种群受到直接和间接
威胁。为农业项目、能源生产、采掘业和其他目的的各种大
型基础设施开发，对类人猿栖息地和种群有严重有害影响。
为了支持这些活动建设的直线型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铁
路、管道和输电线路，也直接和间接影响类人猿。

许多自然资源位于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偏远地区，包括类人
猿关键栖息地。估计到2030年，工业活动会干扰约99%的亚洲
类人猿分布区和90%以上的非洲类人猿分布区（Junker et al., 
2012; Nellemann and Newton, 2002）。类人猿栖息地的受保护地
位也不足以保护它们不受伤害，这令人警醒。近期观察到令
人不安的保护区降级、缩小和取消的趋势，尤其是在非洲。
比 如 1 9 9 3 到 2 0 1 3 年 ， 至 少 2 3 个 非 洲 保 护 区 缩 小 或 降 级
（Edwards et al., 2014）。此外，化石燃料开采影响18个非洲国
家的30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区（WWF, 2015）。 
 
 
 
直线型基础设施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到2050年，
全球将新铺设2,500万公里道路（Dulac, 2013）。预计发展机
构和各国政府将在全球投资33万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预计
这些新的道路基础设施约90%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提供重
要生态系统服务和承载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区域（Dulac, 2013; 
Global Road Map, n.d.）。比如，印度尼西亚规划在本国各岛
屿建设六条走廊。与此类似，马来西亚打算建设一条连通婆
罗洲全岛的高速公路，将穿越婆罗洲岛马来西亚一侧的森
林。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规划了包含35条“开发走廊”的网络，
把城市、港口、机场、矿场和水电站连接起来。预计总计将
建设53,000公里道路、铁路和输电线路（Laurance et al.,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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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 et al., 2013）。预计其中23条开发走廊的3,600公里直线
型基础设施会把保护区一分为二，非洲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
之一会受到负面影响（Sloan, Bertzky and Laurance, 2017）。面
临风险的400个区域中，一些是受到国际条约保护的区域，比
如《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保护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可
能受到影响的类人猿栖息地包括：乌干达Bwindi禁止通行国
家公园（Bwindi Impenetrable National Park）、刚果民主共和
国Kahuzi-Biega国家公园（ Kahuzi-Biega National Park）和尼日
利亚克罗斯河国家公园（Cross River National Park），前两个
是世界遗产保护区。

道路等直线型基础设施项目与工业化农业是导致类人猿栖息
地丧失和碎片化的主要原因。为了支持更大型固定的基础设
施项目，常常修建道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构成巨大
威胁（Laurance et al., 2015a）。比如，2000年以来，在刚果
盆地建设了50,000多公里伐木公路和其他公路。道路使人们
能进入之前偏远的区域，种植庄稼，采集森林产品，捕猎和
捕捉野生动物（Kleinschroth et al., 2015; Laporte et al., 2007）
。世界银行预计，不断延伸的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是一直到
2030年刚果盆地森林砍伐的最大驱动力（Hourticq and 
Megevand, 2013）。 

 

 
水电站    

2014年到2040年，全球水电发电能力预计增长53% - 77%
（IEA, 2016, p. 249）。每年，水电建设吸引全球约500亿美元
投资（Frankfurt School-UNEP Centre/BNEF, 2017）。水电站作
为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来源，又能控制洪水，为农业灌溉供
水，被认为是理想选择。不过，全球水电扩张建设的70%将
建 在 地 球 上 淡 水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 地 区 ， 这 令 人 担 忧
（Opperman, Grill and Hartmann, 2015）。这些地区也是野生
动物和人类的家园，其生计和福祉依赖健康的生态系统。在
类人猿分布区，规划了几百座水电站，这些水电站还需要配
套的输电线路和道路基础设施。在非洲大型类人猿栖息地，
已经建设了六座水电站，预计还将建设64座，以及200公里道
路。在亚洲长臂猿栖息地，55座水电站已经运行，规划建设
另外165座，以及1,100公里道路（IUCN 2016; Lehner et al., 
2011; Zarfl et al., 2015）。 

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的述评，国际社会标准和环境
保障只适用于全世界新水电项目的约10% - 15%（Skinner and 
Haas, 2014）。考虑到水电站建设已经搬迁估计4,000-8,000万
人 ， 并 且 水 电 站 影 响 鱼 类 洄 游 和 环 境 流 量 ， 这 令 人 担 忧
（WCD, 2000）。此外，水电站蓄水库淹没农业用地和森林
资源，腐烂物质向空气中释放二氧化碳。混凝土等水电站建

道路等直线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化农业是类人猿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几内亚正在进行的道路建设。 
© Morgan and Sanz, Goualougo Triangle Ape Project, Nouabale Ndoki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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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材料的生产和运输，产生更多二氧化碳排放。与水电项目
相关的基础设施导致进一步森林砍伐，便利人们进入之前偏
远的地区。人们更多进入森林，会种植庄稼、捕猎，给野生
动物带来其他危险，见下文详述。 

一些专家倡导发展中国家直接跃过大型昂贵的基于输电网络
的能源更好（IRENA, 2015）。这些专家指出，太阳能和小型
水电结构等分布式可持续能源能更好地为农村社区提供能
源。小型可持续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为农村地区居
民提供更稳定的能源来源。而水电站给投资者带来严重的运
营、金融和声誉风险。大型水电项目经常延期、取消，或高
于预期成本，也可能侵犯土著居民的权利，造成无法修复的
环境损害（Kitzes and Shirley, 2016; Shirley and Kammen, 2015; 
Shirley, Kammen and Wynn, 2014）。

在婆罗洲岛马来西亚沙捞越邦规划建设的一组12个大型水电
站能说明涉及的许多风险。这些水电站不是为了向沙捞越邦
的农村社区提供能源，而是为油棕种植园和铝、钢生产等其
他能源密集型工业供电（Shirley and Kammen, 2015）。这组水
电站中的第一个Bakun Dam水电站发电时间比计划晚八年，
并且运行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Sarawak Report, 2014）。建
设成本飙升，是最初预算估计的六倍（Sovacool and Bulan, 
2011）。为了建设这座Bakun Dam水电站，搬迁了一万土著
居民，为第二座水电站Murum Dam搬迁了1,500人。第三座水
电站Baram Dam本来需要搬迁20,000居民，但是经过土著居民
活动人士多年抗议和封锁，已经取消（Lee, Jalong and Wong, 
2014）。第二座Bakun Dam水电站的污染使原本作为当地社
区基本蛋白质来源的鱼类资源损失殆尽。如果沙捞越邦12座
水电站全部按计划建成，会伤害婆罗洲岛68%的哺乳动物物
种，包括长臂猿，也会伤害该岛57%的鸟类物种。估计会丧
失总计1.1亿只哺乳动物，以及340万只鸟、9亿棵树和340亿只
节肢动物（Kitzes and Shirley, 2016）。

喀麦隆的Lom Pangar水电站项目是又一个类似的告诫例子。
建设这座水电站是为了世界最大矿业公司力拓集团拥有的铝
熔炼作业增产。该公司从这个项目获得优惠电价（Ndobe 
and Klemm, 2014）。Deng Deng国家公园紧挨着Lom Pangar
水电站和蓄水库，从2015年末开始部分蓄水。国家公园和公
园边上的伐木特许经营区生活着300-500只大猩猩，还有黑猩
猩、森林象、 穿山甲和其他稀有的标志性野生动物物种。
自然环境保护工作者担心，随着蓄水库蓄水，类人猿关键栖
息地被淹，动物们可能被困在彼此隔绝的岛屿上。建设输电
线路会进一步恶化和破坏栖息地，也带来触电死亡风险。此
外，该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预计，7,000-10,000人会搬
迁到这个地区寻求就业机会（Goufan and Adeline, 2005）。
人口迁入这么多，增加农业扩张、行为干扰、捕猎压力、污
染和发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风险。这个区域发现了金子，

预期也会有手工采矿。  

类人猿社会生态

非洲有四种非人类大型类人猿，亚洲有三种。所
有20种小型类人猿，也就是长臂猿，都生活在
亚洲（Mittermeier, Rylands and Wilson, 2013）。

类人猿栖息地主要是低地热带雨林，所有类人猿物种都需要
大片完好的森林，或者在较小的隔离的成片森林之间有可靠
的连接，才能生存。黑猩猩的行进觅食行为最灵活，一些种
群生活在稀树草原-林地交叉分布的景观环境，有些生活在

较高海拔（Maldonado et al., 2012）。一些倭黑猩猩也使用稀
树草原-林地交叉分布的景观环境，一些大猩猩和猩猩也生
活在较高海拔。 
 
 

脆弱因素 

近几十年，许多类人猿种群显著衰退，现在只以分割的小群
体形式存在。比如，极危的格劳尔大猩猩，也称为东非低地
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 graueri），是刚果（金）特有的物
种，过去20年估计减少了77%到90%（Plumptre et al., 2015）。
类人猿分布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这
些国家许多制度薄弱，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资源需
求。结果，类人猿栖息地遭受来自人类的压力，比如基础设
施开发、转为农业用地、石油天然气开采、采矿和伐木。由
于缺乏物种行为的基线数据，包括季节性变化，增加了采取
保护措施的难度。

在对类人猿栖息地不断蚕食情况下，类人猿的几个生物和行
为因素使其尤其容易衰退。类人猿依赖自然森林，获得充分
数量和质量的食物和筑巢资源。类人猿使用杰出的记忆和头
脑绘制地图能力，能在复杂的森林环境觅食（Normand and 
Boesch, 2009）。类人猿地理分布已经有限，栖息地任何进一
步丧失对类人猿生存都有害。此外，只有一小部分类人猿栖
息地获得正式保护区地位。实际上，截止2000年，保护区只
占非洲类人猿分布区的26%和亚洲类人猿分布区的21%。只有
25%的猩猩生活在保护区，在保护区之外的其余75%的猩猩尤
其容易受到影响（Meijaard et al., 2010; Wich et al., 2012）。不
过，保护区地位并不能防止所有的威胁，许多保护区被蚕
食，注意这一点很重要。

类人猿物种有的完全树栖，有的部分树栖，也就是说它们全
部或部分时间在树上。因此，所有类人猿都需要一定程度上
连接的树冠层顶部（见图1和2）。每个类人猿群体都有固定
的家域，多种类人猿物种领地性很强。人类活动迫使类人猿
群体压缩到重叠的森林区域，有可能发生致命的冲突。此
外，超过一片森林的自然承载能力后，会导致类人猿压力、
营养不良甚至饿死。没有一种非人类类人猿能游泳，并且所
有类人猿物种都不愿穿过大片空地。因此，水体和森林砍伐
区形成分割类人猿栖息地、阻碍类人猿移动的更多障碍。

类人猿必须处于良好健康状态，才能成功繁殖，并且繁殖率
本来就低。类人猿生育间隔很长，非洲类人猿平均4到7年，婆
罗洲猩猩平均6到8年，苏门答腊猩猩平均9年才生育一次。雌
猿通常一胎只生一个幼仔，一直花很多时间照顾幼仔成长，
直到幼仔成年。这使一个类人猿种群在减少后非常难恢复，
如果真可能恢复的话（IUCN, 2014a）。由于类人猿与人类基
因相似，类人猿容易感染人类疾病，也会从人类定居点的驯
养家畜或不卫生条件感染致病菌。更经常地接触人类和人类
改变的景观环境，增加类人猿的脆弱性。人类进入偏远的森
林区域，也有从类人猿和其他野生动物感染疾病的风险。 
 

 

 

  基础设施开发的影响 

所有类人猿分布区国家都规划了或正在建设基础
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在建设、使用和退役等各
个阶段都影响类人猿。直接影响包括行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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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干扰、栖息地丧失、伤害和死亡。此外，更多接触人类
和人类定居点，导致疾病和捕猎等间接影响。

对类人猿的直接影响

栖息地丧失

类人猿必须获得大片或连接的森林区域获得食物、筑巢和繁
殖，才能生存。栖息地丧失是导致类人猿种群衰退的一个重
要因素（Geissmann, 2007; Hickey et al., 2013; Plumptre et al., 2016; 
Stokes et al., 2010; Wich et al., 2008）。根据一家卫星监测服务机
构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的数据，从2000年到
2014年，类人猿总的分布区损失了10%以上。大部分损失发
生在亚洲国家。亚洲类人猿栖息地缩小了21%，非洲类人猿
栖息地缩小了4%。虽然栖息地丧失既发生在保护区里面也发
生在外面，卫星数据显示，有正式保障机制的区域受影响程
度较小。非洲受保护类人猿栖息地森林减少了1%（中位数）
，亚洲受保护的类人猿栖息地减少了5%（中位数）。同时，
非洲未受保护类人猿分布区减少了3%（中位数），亚洲未受

保护类人猿栖息地减少了10%（中位数）。

如果森林砍伐按照2000年到2014年的速度继续下去，预计九
种长臂猿会丧失其全部栖息地（Clements et al., 2014; Gaveau et 
al., 2009）。在类人猿和其他灵长类分布的剩余森林中，65%
呈碎片化，小于1平方公里（Harcourt and Doherty, 2005）。这
些区域的面积不够大，如果没有到其他适宜森林的连接，不
足以支持大型类人猿生存。以下数据能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
重性，该物种已经丧失了60%的森林栖息地，格劳尔大猩猩
已经丧失了一半的森林栖息地，倭黑猩猩已经丧失了30%的
森林栖息地（Junker et al., 2012）。此外，猩猩栖息地受到油
棕种植园的极大威胁，预计到2030年会再缩小16%。

大型农业种植园不断扩大，以及石油天然气开采、采矿和伐
木等合法和非法采掘业，导致类人猿栖息地的森林砍伐。比
如，15个类人猿亚种的分布区与木材、油棕或橡胶种植园部
分重叠。在其中12个分布区，有记录的森林丧失的一半以上
是因为清理土地用作种植园导致的。在发生非法伐木的地
方，非法伐木不仅威胁森林生态系统，收入损失也危害国家
经 济 。 由 于 非 法 木 材 贸 易 ， 全 球 木 材 价 格 下 降 了 7 - 1 6 %

图1 

大型类人猿

物种/亚种 分布区国家 自然栖息地种群 IUCN红色名录级
别

趋势 树冠层密度
门槛值

倭黑猩猩，也称侏儒黑猩猩
(Pan paniscus)

刚果（金） 15,000–20,000 濒危 减少 50%

黑猩猩

分布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 
(Pan troglodytes troglodytes)

黑猩猩东非亚种
(Pan troglodytes schweinfurthii)

黑猩猩尼喀亚种
(Pan troglodytes ellioti)

黑猩猩西非亚种
(Pan troglodytes verus)

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
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
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科特迪瓦、利比里亚、马
里、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
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
坦桑尼亚、乌干达

345,000–470,000 濒危 减少 15–30%

大猩猩

克罗斯河大猩猩  
(Gorilla gorilla diehli)

格劳尔大猩猩， 
也称东非低地大猩猩 
(Gorilla beringei graueri)

山地大猩猩
(Gorilla beringei beringei)

西非大猩猩
(Gorilla gorilla gorilla)

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
果（金）、赤道几内亚、加蓬、尼
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乌
干达

154,930–245,980 极危 减少，未知 50–75%

猩猩

婆罗洲猩猩沙巴亚种
(Pongo pygmaeus morio)

婆罗洲猩猩指名亚种  
(Pongo pygmaeus pygmaeus)

婆罗洲猩猩加里曼丹亚种  
(Pongo pygmaeus wurmbii)

苏门答腊猩猩 
(Pongo abelii)

达班努里猩猩 
(Pongo tapanuliensis)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120,800 极危 减少 50%

数据来源：IUCN, 2016; Mittermeier, Rylands and Wilson, 2013. 也请参阅完整出版物的附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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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型类人猿（长臂猿）

物种  分布区国家 自然栖息地种群 IUCN红色名录级
别

趋势 树冠层密度
门槛值

白眉长臂猿属

东白眉长臂猿 (Hoolockleuconedys)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也称天行长臂猿

(Hoolocktianxing)

西白眉长臂猿 (Hoolockhoolock

孟加拉国、中国、印
度、缅甸 

295,700–372,500 濒危，易危 减少 75%

长臂猿属

阿氏灰长臂猿 (Hylobates abbotti)

敏长臂猿，也称黑掌长臂猿 (Hylobates agilis) 

婆罗洲灰长臂猿，也称北部灰长臂猿 
(Hylobates funereus) 

婆罗洲白须长臂猿，也称婆罗洲敏长臂猿 
(Hylobates albibarbis)
克氏长臂猿，也称明打威长臂猿 
(Hylobates klossii) 
白掌长臂猿 (Hylobates lar)

银白长臂猿，也称爪哇长臂猿  
(Hylobates moloch) 

穆氏长臂猿，也称穆氏灰长臂猿，南部灰长
臂猿 (Hylobates muelleri) 

戴帽长臂猿 (Hylobates pileatus) 

文莱、柬埔寨、中国、
印度尼西亚、老挝、马
来西亚、缅甸、泰国

360,000–400,000 濒危 减少 75%

黑冠长臂猿属
东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nasutus) 

海南长臂猿，也称海南黑冠长臂猿、海南黑
长臂猿、海南冠长臂猿 (Nomascus hainanus)

 北白颊黑冠长臂猿，也称北白颊长臂猿，白
颊长臂猿 (Nomascus leucogenys)

 北黄颊黑冠长臂猿，也称北黄颊长臂猿 
(Nomascus annamensis)

 南白颊黑冠长臂猿，也称南白颊长臂猿 
(Nomascus siki)

南黄颊黑冠长臂猿，也称红颊长臂猿、黄颊
长臂猿 (Nomascus gabriellae)

西黑冠长臂猿，也称黑冠长臂猿、黑长臂
猿、中南半岛长臂猿 (Nomascusconcolor)

柬埔寨、中国、老挝、
越南 

>1,653 极危，濒危 减少，稳定 75%

合趾猿属

合趾猿 (Symphalangussyndactylus)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

未知 濒危 减少 75%

数据来源：IUCN, 2016; Mittermeier, Rylands and Wilson, 2013. 也请参阅完整出版物的附录十。

（Seneca Creek Associates and Wood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2004）。关于采掘业和工业化农业带来威胁的更多信息，请
分别参阅《类人猿现状》第一卷和第二卷。

为了支持工业活动和其他经济发展活动修建的基础设施，以
及这些活动吸引的人口流入，进一步加剧类人猿栖息地减
少。森林砍伐区域和水电站蓄水库形成妨碍类人猿移动的屏
障，减少它们获得食物、庇护所、水和其他基因库的机会。

由于类人猿不愿穿过大片空地，它们会在碎片化和恶化的森
林区域被隔绝孤立（Tutin, White, and Mackanga-Missandzou, 
1997）。因为死亡和成功繁殖减少，会导致营养不良、疾病
和最终种群衰退（Das et al., 2009）。如果上文谈到的沙捞越
邦12座拟议的水电站全部按原计划建设，会毁坏马来西亚近
2,50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用作建设场址、重新安置点和蓄
水库（Kitzes and Shirley, 2016）。与此类似，拟议在印度尼西
亚勒赛尔山（Gunung Leuser）国家公园建设的地热项目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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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猿很少到地面来，所以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分割开它们的栖息地，导致严重碎片化。野生动物通道使动物们能穿越人造障碍物。 
© Marc Ancrenaz/HUTAN–Kinabatangan Orang-utan Conservation Project

一步破坏苏门答腊世界遗产保护区的濒危热带雨林遗产保护
区，世界上仅剩这一个猩猩、老虎、大象和犀牛共同生存的
地点。为了准备实施这个项目，地热开发公司和亚齐省省长
要求修改50平方公里的区域规划，用于容纳建设活动、设备
和工作人员居住点（HAkA et al., 2016; Modus Aceh, 2016）。为
方便人类进入偏远地区，会砍伐更多森林，一直到离最近道
路10多公里的地方（Baabud et al., 2016）。此外，还要铺设到
最近变电所的输电线路，距离150多公里。

一直规划到2050年的新交通基础设施的一大部分会穿越东南
亚和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同样是这些森林，承载着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包括类人猿（Dulac, 2013）。数百万公里长的新
道路和铁路会引发广泛的森林砍伐，因为人类定居和活动会
进入沿线区域，比如农业和手工采矿（Dulac, 2013; Quintero et 
al., 2010）。不论一片区域的受保护地位如何，森林丧失会高
度蔓延。新道路沿线森林消失，新道路又带来纵横交错的二
级和三级道路，同样也经历森林砍伐（Boakes et al., 2010）。
比如在刚果（金），一家油棕公司开始重新开发三个废弃的
殖民时代种植园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进出道路数量增加
了34%（Feronia, 2014）。也是在刚果（金），预计世界银行
提供贷款的Pro-Routes交通网改进项目将导致升级改造道路周
围2公里内栖息地丧失增加10-20%（Damania et al., 2016）。同
样，根据2014年全球森林观察的数据，2009年印度尼西亚苏门
答腊亚齐省一条道路升级改造后，该道路两侧5-10公里的树
冠层损失增加六倍。同一年拍摄的卫星图像也显示，坦桑尼
亚两条新建道路两侧25-30公里的森林消失了。

穿过类人猿栖息地的道路密度、宽度、设计和车流量，影响
预期对类人猿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Blake, 2002; Malcolm and 
Ray, 2000; Wilkie et al., 2000）。人类更多进入类人猿栖息地带
来捕猎压力，进而导致邻近道路和人类定居点的类人猿数量
减少（Fa, Ryan, and Bell, 2005; Kuehl et al., 2009; Laporte et al., 
2007; Marshall et al., 2009; Poulsen et al., 2009; Poulsen, Clark and 
Bolker, 2011); Wilkie et al., 2001）。其他直线型基础设施会有
类似影响，比如乍得-喀麦隆输油管道，方便了偷猎者和非法
伐木者进入森林。连接水电站的输电线路也会分割类人猿栖
息地（Andrews, 1990; White and Fa, 2014）。此外，在建设水
电站和蓄水库蓄水后，栖息地受到破坏，河流自然流程受阻
（O'Connor, Duda and Grant, 2015）。

 
 
干扰和行为变化  

基础设施开发活动会产生大的噪音，产生震动，或者以其他
方式干扰类人猿。用于探测地下油气资源的地震爆破，对野
生动物尤其有干扰性。噪音和其他人类干扰发生时，类人猿
倾向于迁走，有时候持续到在这些干扰结束后数月（Rabanal 
et al. 2010）。在类人猿家域受到干扰期间，该群体可能迅速
逃离到邻近分布区获取食物或筑巢。对陆栖的类人猿物种，
分布区压缩会导致压力、疾病、冲突甚至死亡（Arnhem et 
al., 2008; Hashimoto, 1995; Matthews and Matthews, 2004）。食
物竞争会增加攻击行为，或导致压力、受伤或饿死（Mitani, 
Watts and Amsler, 2010; Watts et al., 2006）。雌猩猩及其子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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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离开家域后尤其容易饿死（Wich et al., 2012）。即便在一个
群体的家域内，建筑设备、人类活动和基础设施会形成人造
屏障，干扰类人猿使用栖息地。这些屏障可能妨碍类人猿获
得基本的食物或筑巢的树木（Bortolamiol et al., 2016）。类人
猿只有在身体健康时才繁殖，所以，食物稀少和压力会减少
繁殖成功，或导致疾病。此外，人造屏障使类人猿与其他群
体隔离，会限制基因库和基因多样性。 

伤害和死亡 

闭锁树冠层森林是类人猿最适合的栖息地。如上所述，许多
类人猿物种非常不愿穿越没有森林的区域，比如道路。在穿
越时，与车辆相撞，会发生严重伤害和死亡（McLennan and 
Asiimwe, 2016）。同样，涉及车辆的事故也威胁乘客安全。
水电站建设也给类人猿带来身体危险。由于所有类人猿物种
都不会游泳，类人猿个体可能淹死，或者被困在岛屿上，只
能等着饿死（GVC, BIC and IRN, 2006）。此外，由于其树栖
性，类人猿可能使用输电线路穿越森林空地。类人猿不能区
分自然藤蔓和人造线路，已经记录到电击导致类人猿严重受
伤和死亡（Ampuero and Sá Lilian, 2012; Chetry et al., 2010; 
Kumar and Kumar, 2015; Rodrigues and Martinez, 2014; Slade, 
2016）。为了减少类人猿遭受电击的风险，输电线路和变压
器应绝缘（Printes, 1999; Refuge for Wildlife, n.d.）。这也能避
免昂贵的基础设施损坏、服务中断和潜在的刑事责任
（Printes et al., 2010）。修剪邻近树木，使类人猿不容易从树
冠层转移到输电线路，也会有帮助（Lokschin et al., 2007）。
为了维护栖息地连接，空中桥梁也会有效，不过，必须监测
这些桥梁，防止偷猎（Jacobs, 2015; Lokschin et al., 2007）。

 
对类人猿的间接影响

更多进入便利和人类定居 

基础设施方便人们更容易更频繁地进入以前偏远和不受干扰
的地区（Laurance, Goosem and Laurance, 2009）。新道路对人
类进出增加作用最大（Clements et al., 2014）。未受干扰的区
域修建了第一条道路后，会引发二级和三级道路蔓延，更加
深入森林内部。此外，在刚可进入的地区定居的人们可能砍
伐森林，把土地用于种植、放牧或手工采矿。这进一步减少
了野生动物和当地生长植物的可用区域，形成对自然资源的
竞争（Asner et al., 2009; Laurance et al., 2009）。

比如，在刚果（金）Kahuzi-Biéga国家公园，数以千计的手
工采矿者受到金、钶钽、钽和锡矿的吸引来到这里，清理刚
可进入的土地，用于维持生存的农业，并砍伐树木当柴烧
（UNEP and McGinley, 2009;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2010）
。那里记录到有人类垃圾和水银导致的污染，以及偷猎象牙
（Mazina and Masumbuko, 2004）。Kahuzi-Biéga国家公园是
一个世界遗产保护区，是格劳尔大猩猩、黑猩猩和许多其他
濒危物种的家园。中非共和国Dzanga-Sangha景观环境是另一
个生活着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在支持保护区
内一家木材特许经营区的锯木厂关闭后，维持生存的垦殖增
加。锯木厂关闭后，种植小块耕地的家庭从39%增加到76%
（Sandker et al., 2011）。在喀麦隆Lom Pangar水电站，估计录
用了2,000名工人从事建筑活动，预计比这多四倍的人会搬到
周边社区（Agence Ecofin, 2012; Goufan and Adeline, 2005）。蓄
水库完全蓄水后，因为允许商业捕鱼，更多人会被吸引到水
电站区域（EDC, n.d.）。

排在森林砍伐之后，因人口迁入使类人猿面临的第二大威胁
是非法捕杀和捕捉（IUCN, 2014b; Vanthomme et al., 2013）。
捕猎有可能大量减少类人猿种群规模，比与栖息地丧失相关
的直接威胁速度更快，下文详述（Hicks et al., 2010; Ripple et 
al., 2016）。进出通道建立后，为维持生存的猎人、小型商业
捕猎者、偷猎者和走私贩使用不加区分的活络索套或瞄准武
器，能非常有效地捕捉或杀死野生动物（Blake et al., 2007; 
Poulsen et al., 2009; Robinson, Redford and Bennett, 1999）。比
如，在印度尼西亚勒赛尔山国家公园，一个道路扩建项目先
是分割了猩猩和长臂猿栖息地，使附近定居点的人们能非法
进入国家公园，获取木材，偷猎野生动物（McCarthy, 2002; 
Singleton et al., 2004）。

基础设施项目吸引工作人员、希望找到工作的人员、为工作
人员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其他人员进入。森林被砍伐清理，改
作工作人员和周围社区的住宿和娱乐场地，以及水电站蓄水
库等工业项目搬迁的森林原住民群体的住宿和娱乐场地。人
类定居后，因为非法伐木、种植小块耕地、家畜放牧、收集
薪柴、生产木炭和手工采矿，导致类人猿栖息地进一步破坏
和恶化（Cuaron, 2000; Trombulak and Frissell, 2000; van Vliet et 
al., 2012）。靠近保护区的定居点常常日积月累蚕食保护区
边界（Laurance et al., 2012）。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勒赛尔山
国家公园，非法伐木者把河岸树木全部砍光，把定居点扩展
到国家公园的受保护森林（McCarthy, 2002; Singleton et al., 
2004）。保护区周围发生的环境变化会负面影响保护区，因
此，应实施缓冲区，保持人类活动离保护区有适当的距离。

在类人猿栖息地内或附近的人类定居点也增加捕猎和人猿冲
突导致的死亡风险（Poulsen et al., 2009）。类人猿能接受新的
食物来源，比如小块耕地种植者种植的作物。类人猿的存在
会导致因偷吃庄稼或担心人类安全的冲突（Abram et al., 2015
）。在乌干达，有几起关于关于黑猩猩攻击儿童的报道，其
中一些攻击导致死亡（McLennan, 2008; Reynolds, 2005; 
Reynolds, Wallis and Kyamanywa, 2003）。人们对破坏庄稼和
安全担忧的反应是报复性地杀死类人猿（Ancrenaz, Dabek and 
O’Neil, 2007; Bryson-Morrison et al., 2017; Campbell-Smith et al., 
2011; Humle, 2015; McLennan and Hill, 2012; McLennan and 
Hockings, 2016）。 
 
 

 捕杀和捕捉 

捕猎对类人猿生存带来的严重威胁与人类定居相关（Poulsen 
et al., 2009; Wilkie and Carpenter, 1999; Wilkie et al., 2000）。捕猎
这个术语包括为获得野味捕杀，也包括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捕杀或捕捉，后者也称为偷猎。工业项目吸引寻找经济机会
的人们，直线型基础设施网络方便他们进出偏远地区（Blake 
et al., 2007; Hickey et al., 2013; Laurance et al., 2008; Maisels et al., 2013; 
Stokes et al., 2010; WCS, 2015）。为建设道路、管道和输电线路
清理出的路径，为猎人进入森林用枪弹和弓箭捕杀野生动
物、设置和检查活络索套提供了进出通道。车辆进入使猎人
能 捕 杀 或 捕 捉 更 多 野 生 动 物 ， 然 后 迅 速 悄 无 声 息 逃 离
（Fimbel, Grajal, and Robinson, 2001）。比如，在刚果共和国一
个伐木特许经营区，一年就设置了3,000公里树木库存样条。
这些样条指示使穿过该区域的时间从四天缩短到一天（Wilkie 
et al., 2001）。

记录了许多在曾经隔绝的区域捕猎和偷猎增加的例子（Auzel 
and Wilkie, 2000; Poulsen et al., 2009; Wilkie et al., 2001）。随着人类
存在增加，非法捕杀类人猿导致种群衰退和类人猿密度降低
（Espinosa, Branch and Cueva, 2014; Clements et al., 2014; Geis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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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Hickey et al., 2013; Laurance et al., 2009; Plumptre et al., 2016; 
Quintero et al., 2010; Stokes et al., 2010; Wich et al., 2008）。已经发
现，在离道路10公里内的区域捕猎最为密集，多个例子表明，
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象因此减少（Laurance et al., 2009）。

所有类人猿物种都受到保护，捕杀或捕捉类人猿是非法的，
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包括捕猎为食、因破坏庄稼予以报复，
或供应非法野生动物贸易（Nijman, 2005; Meijaard et al., 2011）
。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对野味消费规
律的研究发现，捕杀动机既是为了钱，也是为了营养（White 
and Fa, 2014）。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在伦敦动物学会评价的
两个伐木特许经营区周围，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都很严重，每
年估计捕杀或捕捉20,000只动物。此外，对刚果（金）、加
蓬、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刚果共和国大型工业化种植园的
监测也记录了捕猎对类人猿的严重影响（Campbell et al., 2008; 
FAO, 2014; USAID, 2008; Walsh et al., 2003）。另外，在印度尼
西亚，记录显示在各种植园，每年杀死2,383到3,882只猩猩
（Meijaard et al., 2012）。

在类人猿家域内或附近终止农作物时，已知类人猿有时偷吃
农作物（Hockings and Humle, 2009; Hockings and McLennan, 
2012）。比如，有人见到在塞拉利昂监测的一个2,000只黑猩
猩的群体在未受保护的原生森林片区、次生森林和农田之间
往返（Brncic, Amarasekaran and McKenna, 2010）。在这个恶化
的环境，黑猩猩严重依赖农作物。类人猿不愿跑到离树冠层
远的地方，所以大多数偷吃庄稼发生在森林边缘半公里以内

（Ancrenaz et al., 2015; Naughton-Treves, 1997, 1998）。如上所
述，偷吃庄稼会导致严重的人猿冲突，包括报复性捕杀。 
 

 
疾病

疾病威胁与人们进入之前无人居住的区域密切相关。这是因
为类人猿容易感染人类和家畜的致病菌。由于偏远地区缺乏
卫生清洁服务，废物和污染会导致类人猿感染传染性疾病
（Laurance et al., 2006; Leendertz et al., 2006）。森林树冠层中
断，迫使树栖的类人猿在地面行走，增加了潜在接触人类和
驯养动物带到类人猿栖息地的致病菌和寄生虫的机会（Das et 
al., 2009）。人类也容易感染来自之前未曾进入区域的疾病，
历史上曾导致严重的疫情爆发。 
 
 
 
 

最佳实践原则  

良好治理 

“治理”这个术语涵盖社会运行的各项要素。这些
要素包括机构、法律、机制、政策、流程和法
规。为了使良好质量的治理蓬勃发展，需要强有

森林砍伐后区域和水电站蓄水库形成妨碍类人猿移动的障碍，减少它们获得食物、庇护所、水和其他基因库的机会。加蓬的Grand Poubara水电站。 
© Marie-Claire Paiz/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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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政治承诺，从而培养适当的实现条件。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领导人面临的许多压力，实现良好治理是一个复杂、困难
和长期的过程。在最基本的层面，必须建立问责、公开和透
明的文化。这包括对腐败零容忍，因为腐败破坏政府系统的
正常运行。

在自然资源管理上，必须确保有国家最高层面的支持，这样
所有相关部委才能对自然保护团结一致。只有各相关部委高
级政府官员都接受，宝贵资源的利用才会可持续地进行，避
免对社会有害。为防止恶果，必须有力地实施已有法律法
规，严格执法确保遵守。如果法律制度对基础设施项目的社
会和环境保障机制薄弱，应加强法律制度。

应使用调适性管理，监测和评估做法，并随着情况变化和新
的威胁出现予以调整。在发展中经济体，配置适当的资源会
是一项挑战。调适性管理要求具备财政资源和技术专长。比
如，在喀麦隆的Deng Deng国家公园，为保护680平方公里的
森林，只配备了17名永久委派的护林员，而该国家公园的管
理计划要求配备70名生态卫士（EDC, 2011; MINFOF, 2015）。
全球范围内，护林员面对自己有挑战性、有时候有危险的职
业的多项和各式要求，装备或培训不足是常见现象。

 
 
国家和景观级别的战略性规划

为了维护对类人猿生存必不可少的大片完好森林、小片森
林之间的连接，需要整个系统层面的方式。为了确定大型工
业项目和支持这些项目的直线型基础设施危害最小的空间布
局，必须在国家和景观层面进行土地用途规划（Sayer et al., 
2013）。国家规划应考虑到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确保公
平、可持续地管理土地和资源。决定应建立在证据基础上，
有包容性，应监测和评估实施流程，尽量减少对森林社区和
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应确定和保护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
区域，以及对森林居民的福祉必不可少的区域。

在战略性规划流程中，及早与贷款机构衔接，能帮助引导投
资流向最少破坏性的项目（Laurance et al., 2015a）。各国政府
应努力探索为可持续选择供金的潜在方法，比如进入费或影
响费、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机制、公私部门合作、认证溢
价商品销售。比如，2014年，挪威和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签订
了一份协议，保护作为黑猩猩家园的的该国森林。根据该协
议，利比里亚会收到1.5亿美元，用于：消除森林砍伐的驱动
力、对新伐木合同发布延缓偿付期、向可持续管理森林的社
区付款、安排30%的森林处于正式保护之下、报告森林碳排
放（Norway and Liberia, 2014）。与此类似，在减少森林砍伐
和森林恶化导致的排放（REDD+）机制下，尼日利亚收到了
总 计 1 , 6 0 0 万 美 元 ， 用 于 遏 制 气 候 变 化 ， 改 善 森 林 治 理
（Uwaegbulam, 2016）。在考虑投标和和评估融资方案选择
时，各方可以包括最低贡献多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
发展等合同要求。比如，世界银行对喀麦隆Lom Pangar水电
站贷款的一个条件是，电费的一部分分配用于维护附近的
Deng Deng国家公园（World Bank, 2012）。

寻求认证机制和其他全球标准，有助于确保发展可持续和公
平。一些著名认证机制的例子包括：公平贸易（Fair Trade），
公平采矿（Fairmined），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可持续棕榈油圆
桌会议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UTZ。虽然对基
础设施项目还没有全球认证系统，绿色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LEED）绿
色建筑评估体系（Green Building Rating System）提供了制定一
个全球认证系统的潜在模型。LEED活跃于167个国家和地区，

已

经认证了160万个住宅、39,000个商业项目、6,000多所学校和近
4,000个政府大楼（United State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2016）。此
外，从包括对相关基础设施要求的其他现有认证机制的相关
要素，也能找到有益的指导。

在为基础设施开发制定国家和景观级别战略时，政府应召集
所有相关专家和利益攸关方，包括当地和土著社区的代表。
他们一起可以确定优化经济发展，同时限制社会和环境成本
的最佳方式。这些小组应探索可选方案，包括增加农业产
量，在人口更密集地区修建道路，使用已经恶化的土地，以
及开发不需要大型基础设施或道路、铁路、输电线路网络的
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统。

此外，减少道路数量、长度和宽度，也能减少对类人猿的影
响。重新利用现有道路，而不是建设新的道路网络，有助于
尽量减少森林砍伐。比如，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亚齐省，
如果不建设一条穿越勒赛尔山国家公园的道路，而是升级改
造经过已经降级土地区域、更靠近农业种植园和人类定居地
的海岸道路，会是一个更佳选择。这一选择会造福更多居
民，并减少环境成本（CIFOR, 2015; Laurance and Balmford, 
2013）。

在对一个景观环境做出任何决定前，首先应开展综合考虑该
区域环境和社会价值的战略性环境评价（战略环评）。应在
规划和决策的最早阶段开展战略环评，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
为过。这样，总体的政策能最好地提升开发的有效性和可持
续性。等到具体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阶段，
就太晚了。战略环评不仅应考虑对每个拟议项目周边的直接
影响，也应考虑项目的间接影响，以及在一个景观环境内开
展的所有经济活动的累计影响，这很重要。国际金融公司把
累计影响定义为：一个项目的渐进影响，加上在同一地理区
域和相连区域的其他开发带来的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影响
（IFC, 2012）。为了尽可能减少累计影响，政府应促进邻近
项目之间协作。比如，为了减少合计的足迹，开发商可采取
共享交通基础设施等措施。

类人猿栖息地保护

T为了成功获得食物、筑巢和繁殖，类人猿必须有充足和连
接的森林栖息地。但是，为了满足资源需求，工业活动不断
更深地蚕食原始森林。结果，类人猿越来越多地躲到有正式
保护的区域获得庇护（Geissmann, 2007; Tranquilli et al., 2012; 
Wich et al., 2008）。这些包括享有不同类型保障和管理方式的
区域，比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社区自然保护区。因为
土著群体的福祉也依赖健康的生态系统，吸纳附近的居民进
入类人猿保护区等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会很有价
值。比如，聘请土著居民跟踪动物行踪，是获得类人猿进食
树木、使用通道和小径的基线数据的极好资源。在规划土地
用途和基础设施时，可以使用这些信息，帮助项目避开对类
人猿生存至关重要的区域。

在类人猿栖息地有高度保护价值的所有其他区域，比如类人
猿进食、分散集合和迁徙路线、生物多样性热点和原始森
林，应置于正式法律保护之下。建立大型保护区比建立小的
保护区更有利，因为小的保护区会使类人猿与其他群体隔
绝。不过，在已经经历了严重森林丧失或恶化的地区，小的
保护区对保护剩余的森林片区必不可少。为了使类人猿能充
分获得食物、行进觅食和聚散，这些小的保护区应使用自然
或人造走廊，互相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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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一旦建立，必须维护保护区的完整性，确保它作为类
人猿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庇护所。在保护区内或附近，应禁止
大型工业活动，公园的核心区域应不设道路。由于对基础设
施项目对类人猿影响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缺乏数据，在任何
时候都应采取审慎的方式。可能有助于弥补这些知识差距的
建议研究文献，见第2章。最后，因为在保护区周边的人类
活 动 常 常 扩 展 到 保 护 区 边 界 以 内 ， 应 划 出 适 当 的 缓 冲 区
（Laurance et al., 2012）。缓冲区有助于确保社区可持续地使
用自然资源。

负责任融资

类人猿是稀有的标志性哺乳动物，是总体环境健康情况的旗
舰指示物种。因此，类人猿吸引了很高的全球兴趣和审查。
历史上，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经济开发项目遇到过各种挑
战，包括腐败、环境破坏、人权问题、现有交通网质量差、
管制框架不足、劳动纠纷、政治不稳、通信网络差、守法薄
弱（von Maltitz and Stafford, 2011）。如果这些问题不能以可
持续的方式解决，开放商会遇到成本超支、延误、资产搁
置，甚至法律责任。因此，投资者应意识到与为类人猿分布
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供资相关的许多金融、机构性和声誉风
险。为了避免这些风险，贷款机构应采取三个底线方式，平
等地考虑经济、平等和生态三个方面。根据当前国际规范，
政府邀请已经不再视为可以侵犯土著人民普遍人权或破坏环
境的充分理由。

与此相反，贷款机构应向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实现长期、系
统级别的规划，这将提升投资者信息，吸引资本。理想情况
下，这种支持应包括多国和跨越国界的计划和方式。贷款机
构对融资应附加严格的环境和社会条件，确保在系统和景观
级别，而不只是在项目级别，有这些保障机制。贷款机构也
有责任确保借款方遵守这些政策。注意到政府可能需要实施
方面的指导和协助，投资者应寻求获得专家的支持，包括非
政 府 组 织 和 相 关 认 证 机 构 的 自 然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者 的 支 持
（BIC, 2016）。

负责任投资应对自然资源管理采取审慎方式，确保经济发展
不伤害生物多样性，也不干扰向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态系
统服务。决策流程应有包容性，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包括当
地社区。此外，项目应保护惯常保有土地权利，维护他们传
统使用的森林进出权。项目也应避免蚕食森林的关键区域，
保护好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

有多个国际标准和框架，可以为贷款机构提供最佳实践指
南。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2012年《绩效标准》
指出：“考虑到大型类人猿（即人科）的人类学和进化意
义，以及伦理考虑，对大型类人猿应给予特别考虑”（IFC, 
2012, p. 24）。世界银行是环境和社会保障的早期领导
者，2018年10月发布了扩展的框架，将适用于此后启动的所
有新贷款。新的框架扩展了与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现有标
准和程序指南，包括对项目监测和报告的具体指南。所有贷
款机构应继续通过监测和评估有效实施情况，加强保障机制

进入Dawei公路连接线的道路两侧的森林砍伐。© WWF-Myanmar/Adam O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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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法，确保充分和有意义的社会和环境保护。

近些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增加，中国政府机构发布了多项绿
色指南。这些指南包括《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投
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绿色信贷指引》和《中国企业境外
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这些文件敦促采用与国际标准一致
的最佳实践。这些文件也要求中国公司遵守经营所在国家的
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义务和社会责任。不过，中国的绿色指
南仍是自愿性的，也不规定监测遵守情况。

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也是私营部门贷款机构所关注的。为
此，37个国家的92个金融机构通过了赤道原则，承诺在内部
政策和程序中实施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 n.d.）。赤道
原则很大程度上借鉴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截止
2016年，遵循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占新兴市场国际项目融资
债务的70%以上（BankTrack, 2018）。

已有现成的工具和资源，可以帮助贷款机构和开发商评估基
础设施项目带给类人猿的风险，比如《自然保护实践的开放
性标准》（Open Standards for the Practice of Conservation）。
此外，A.P.E.S. Portal门户网站、保护区数字气象站（Digital 
Observatory for Protected Areas）、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工具
（Integrated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Tool）等数据库，包括关于
类人猿分布区和较高保护价值区域的地理信息。另外，全球
森林观察提供免费的每周卫星监测，跟踪类人猿栖息地森林
砍伐情况。考虑新的大型水电站项目的各方，应审阅《水电
可持续性评价方案》（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Protocol），并考虑使用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提出的Hydropower by Design方式。这些工具提
供供规划流程使用的宝贵资源。不过，在整个项目周期，获
得适当的具备资质的技术专长提供的意见建议必不可少。最
后，在类人猿栖息地的所有项目都应使用缓解等级（mitiga-
tion hierarchy）方式（见下文详述），并利用学术界和非政府
组织类人猿和生物多样性专家的协助。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

虽然常见，但是不是所有基础设施项目都被法律或贷款条件
要求开展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此外，许多评价开展时太
晚，对预防关键栖息地丧失、环境恶化和社会影响难以起到
有效作用。在实践中，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常常针对缓解影
响，没有把重点放在防止影响，防止影响才是关键。比如，
在尼日利亚克罗斯河州，为建设克罗斯河高速公路的土地清
理在影响评价获得批准前早就开始了。实际上，该评价虽然
已经编写了四稿了，仍然有异议。这个高速公路项目是克罗
斯河州州长的一个优先项目，联邦环保署已经对高速公路项
目发出了停止令，这样的情况说明内部意见冲突会怎样拖累
项目（Ihua-Maduenyi, 2016）。

要恰当地实施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需要留出充足时间开展
和包括彻底的基线调查。在类人猿栖息地，这意味着至少12
个月收集数据，以便记录季节性变化。此外，还需要彻底分
析的时间，以便完全理解拟议活动的潜在影响。为了促进知
识共享和帮助弥补数据差距，应公开基线数据和持续监测数
据。此外，应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进行评价。自然环
境保护工作者、学术界和国家公园管理当局的外部支持和建
议，会为一个项目带来宝贵知识和可信度。按照自由事先知
情同意原则，在项目各个阶段，必须全面包括社区代表。

为了避免可能隔绝类人猿种群的栖息地碎片化，环境和社会影
响评价应提出尽可能减少破坏森林和维护类人猿栖息地之间连
接走廊的方法。在直线型基础设施将类人猿栖息地一分为二的
地方，应包括良好设计和选址的野生动物横穿通道，并且森林
破坏宽度应严格保持在尽可能最小。比如，在缅甸，学术界使
用高级计算机模型，帮助开发商确定了Dawei道路上野生动物
横穿通道的最佳位置（Tang and Kelly, 2016）。对道路项目，也
应采用减速带和谨慎驾驶提醒标志。此外，产生收入的项目的
开放商应考虑把一部分利润专门用于自然保护工作和邻近社区
的当地发展项目。这样有助于确保可持续性，鼓励当地参与，
尽可能减少声誉风险。

在保护区内的工业活动应与类人猿核心栖息地区域和果实树
木高度密集地点保持安全距离。在保护区外，应根据对每个
项目具体情况的评价，并考虑到传统土地使用和潜在威胁，
建立适当的缓冲区。应为工作人员的基本生计活动提供支
持，比如提供充足的肉、鱼、水果、蔬菜和谷物（McNeely, 
2005）。应严格控制为温饱的捕猎，包括严格禁止捕猎、销

框1 
避免对人们的影响

土著居民群体和其他森林社区依赖森林获得食物、
药用植物、庇护、水及其社会和文化身份。基础设
施项目会搬迁森林居民，限制他们获得土地，减少
他们的生计机会。比如，2016年1月，尼日利亚克罗
斯河州（Cross River State）的一条高速公路项目剥夺
了185个社区的土地权利（Abutu and Charles, 2016; 
MLUD, 2016）。在喀麦隆，一条输油管道威胁一个
土 著 群 体 的 圣 地 ， 并 搬 迁 了 他 们 的 居 住 营 地
（Nelson, 2007）。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亚齐省，
一个道路扩建项目切断了向低地社区的供水，威胁
几百万其他居民的用水安全。道路带来的风险还包
括火灾抑制、水土侵蚀和洪水控制（van Beukering, 
Cesar and Janssen, 2003; Wich et al., 2011）。

为了维护土著群体的公民自由权，社区土地所有制
有安全保障、承认惯常拥有权必不可少。国家法律
制度应保障土著居民的自决权和自治权。土著居民
对决策流程的参与，应按照国际上承认的自由事先
知情同意原则，如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庄严所载。国家、次国家级、地区和地方层面
的基础设施规划，应首先评价土著群体依赖的自然
资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同样，应使用
地理参照技术，绘制惯常保有领地的边界、主要资
源和圣地。

开发决定应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一起紧密协作做
出，并把他们的福祉作为一项优先重点。开发商负
责提供项目的全面、及时和准确信息。可以邀请非
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群体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帮助
土著群体形成对其权利和可选方案的了解和选择能
力。非政府组织对促进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和
相互联系是有用的资源。如有必要，非政府组织也
可以按照投诉程序，协助监测、收集证据和提交委
屈申诉。著名机构能带来全球知名度和责任机制，
以及在国际层面向贷款机构等利益攸关方进行倡
导。最后，如果需要向土著群体补偿，非政府组织
能帮助监督支付，对必要的调整措施提供专业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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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和持有濒危物种的野味。另外，应禁止不加区分的捕猎方
法，比如可能无意地伤害或杀死类人猿的活络索套。并且，
应控制进出点，并且在车辆进出时搜查有无禁运品。

从最佳实践的例子，可以学到有用的经验。比如，坦桑尼亚
在制定《全国黑猩猩管理方案》（National Chimpanzee 
Management Plan）时，采用了《自然保护实践的开放性标
准》，评估道路扩建带来的潜在威胁。利益攸关方评估了破
坏的潜在幅度、破坏的预期严重性、扭转栖息地破坏和恢复
栖息地的可能性（TAWIRI, 2017）。在婆罗洲岛上印度尼西
亚加里曼丹省，一家金矿勘探公司成立了基金会，确保社区
成员能全面行使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在规划、信息共
享、机构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该基金会促进了勘探公司与
民间社会和当地政府的三方协作。此外，在加里曼丹省另一
个金矿特许经营区，所有材料、货物和人员都通过直升机运
进运出，而不是使用直线型基础设施网络，减少了森林砍伐
（White and Fa, 2014）。

缓解等级 

缓解等级（mitigation hierarchy）是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一种
最佳实践做法（Quintero et al. 2010）。首先，该方式倡导只要
有可能，就避免或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见图3）。
在编制阶段，比如国家战略规划阶段，或者在景观级别战略
性环境评价阶段，及早应用避免策略最为有效。虽然在具体
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也应把避免策略作为优先重
点，利益攸关方不应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考虑如何避免对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缓解等级方式的第二步是尽可能减轻和减
少无法避免的任何影响。第三步，在项目完成或退役后，对
无法避免的影响，应恢复、修复或复原。最后一步，应补偿
对生物多样性无法避免和修复的影响。下文详细介绍缓解等
级的步骤。 

避免和防止影响 

所有利益攸关方应努力实现对生物多样性有净正面影响，或
者导致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的经济发展。可惜，这样的发展
极少实现。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公司、政府和贷款机构应请
求和包含技术支持，帮助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管制框架和
自愿标准，寻求避免和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有害影响。避免
和尽可能减少影响，总是比恢复、修复、复原和补偿更有
效，成本更低。

具体的避免技巧包括数据收集、分析和绘制地图，以及提前
规划替代方式。全面了解项目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包括边
界、种植现状、惯常拥有权、土地所有制、资源潜力和使用
者权利，必不可少。此外，应开展森林管理库存调查，对生
物多样性数值、居住其中的类人猿的生态和行为要求，包括
季节性变化有定量了解。生态和行为要求包括食物、筑巢、
空间和社交动态。在确定了项目各阶段的潜在生物多样性风
险，包括对类人猿的潜在威胁后，可以使用空间规划工具，
确定防止、避免和尽可能减少影响的措施，比如重新安排直
线型基础设施的路线，避开关键栖息地。 
 
 

尽可能减轻不可避免的影响 

对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应尽可能减轻影响范围和程度。这
应当配合有效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和行为改变项目，提高类人
猿栖息地附近区域人们的意识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为
了减少类人猿和车辆在新道路上碰撞的风险，应设立野生动
物横穿通道和树冠层桥梁，同时采用谨慎驾驶道路提醒标志
和减速带。树冠层桥梁也可以用于为类人猿提供穿越森林空
地或输电线路和变压器的安全通道。输电线路和变压器应绝
缘，防止触电（Das et al., 2009）。树冠层桥梁应维护好，防
止跌落，应巡视，防止偷猎，这很重要。 

为了尽可能减轻人类定居点的影响，应制定减少人类和野生
动物冲突的方案，以及防止捕猎濒危物种、捕捉野生物种作

许多类人猿物种很不愿意穿越没有森林的区域，比如道路。在穿越时，与车辆的碰撞事故会导致严重伤害和死亡。© Matt McLe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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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宠物或供应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方案。应在出入点设置限
制，并搜查进出场址的车辆。也应考虑晚上关闭道路和出入
点。应禁止工作人员清理土地，应要求工作人员控制好家禽
家畜。另外，应开展环境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意识水平。非
政府组织和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在这方面会有帮助。   

应使用森林砍伐跟踪工具，比如全球森林观察的移动应用，
监测基础设施和人类定居点附近的类人猿栖息地情况。针对
大部分类人猿分布区，都有免费的基于卫星图像的每周树冠
层变化数据。最后，必须向工作人员和周围社区提供卫生清
洁设施和废物管理，避免疾病爆发和人猿之间致病菌传播。 
 
  

恢复、修复和复原

在基础设施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应在建设活
动和使用停止后，立即着手解决。设备和临时基础设施应拆
除运走，人类进出通道应关闭。应拔除侵略性植物，使用当
地生长的植物对森林砍伐或恶化区域重新造林。在碎片化的
类人猿栖息地重新建立迁徙通道，从而恢复连接，尤其重
要。类人猿专家对种植哪种提供类人猿食物和筑巢树种最适
合可以提供建议。 
 
 

补偿 

开发商对无法避免或完全恢复、修复或复原的所有社会和环
境破坏，应予以补偿。针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目标是净增
长，或者起码没有净损失。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补偿项目，需
要技术专长。专家们使用物种分布模型和系统的自然保护规
划工具，实现最佳实践的生物多样性补偿结果。应建立法律
和财务机制，确保补偿是永久性的，并记录学到的经验教
训，提示将来更好地减轻影响。  

Hydropower by Design方法 

与缓解等级类似，大自然保护协会专门为大型水电站开发了
一种方法。简单来说，Hydropower by Design方法指导利益攸
关方完成流程，从而：1）避免在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地点建
设水电站；2）使用最佳实践，减轻影响；3）恢复鱼类洄游
和环境流量等重要进程；4）抵消或补偿影响，实现生物多
样性没有净损失。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群体是有用的利益攸关方，应在基础
设施开发流程中起到作用。比如，他们可以作为数据收集、
地图绘制、建立模型和监测的跨学科团队的一部分，提供技
术专长（Laurance and Balmford, 2013）。此外，有基于社区的
自然资源管理经验的组织，能帮助使当地人民群众参与保护
其惯常使用的森林。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群体能促进在社区、公司和政府利益
攸关方之间的协作关系。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向政府、公司
和机构倡导更好做法，以及为保护区管理者和土著群体争取
更多支持。此外，著名的国际机构能提高全球意识，使利益
攸关方公开地对其行为负责。它们也能增强当地组织起来的
能力，为当地民间社会服务。

国际非政府组织常常是认证机制背后的催化者，能为寻求采
用全球可持续性标准的政府提供协助。希望为类人猿保护做
出更多贡献的机构，应向全球地图绘制项目提供信息和建
议，比如：RoadFree, OpenStreetMap, Roadless Forest和
LoggingRoads。这些地图绘制项目（第4章讨论）能帮助确定
直线型和固定基础设施应避开的类人猿迁徙路线、原始森
林、敏感栖息地和其他独特的自然区域。 

  
 

结论 

非洲和亚洲的各个类人猿物种正受到全球经济趋势推动的基
础设施开发带来的更大威胁。如果直线型和固定基础设施项
目不从一开始就考虑到类人猿保护，类人猿种群会因森林砍
伐、捕猎和其他人类活动遭受严重有害影响。类人猿是森林
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重要指示物种，由于其知觉能力、复杂
社会关系和与人类基因的密切相关性，尤其值得关注。所有
大型类人猿和大部分长臂猿物种的保护现状属于濒危或极危
级别，各个类人猿物种都极其容易受到人类干扰和威胁。

虽然有这些挑战，在确保可持续性和促进类人猿保护的同
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可能的。为实现这一宏伟目
标，民间社会群体、社区、政府、工商业界、贷款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一起密切协作至关重要。大家的努力方向必须聚焦
在建设基础设施时，避免对森林、野生动物和人有害，维护
我们都依赖的环境服务。保护大片和连接的自然森林区域，
使人类和野生动物可持续；在国家和景观层面开展战略性基
础设施规划；确保强有力和贴近现实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
价；对所有项目应用缓解等级，我们就能尽快实现改善。 

图3

对类人猿栖息地内基础设施项目适用的缓解等级方式

来源：© TBC，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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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避免对森林、野生动物和人类造成伤害，并维护我们大家都依赖的环境服务。© Jabruson (www.jabruson.photoshe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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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和亚洲的基础设施开发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主要是在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扩张趋势反映了面对人口增长、消费水平升级
和不平等持续存在，各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大型基础设施开发
常被吹捧为满足对能源、交通和食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消除贫困的方式
和关键。但是，实际上，道路交通网络、水电站和“开发走廊”一般会
负面地影响当地人群、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这些项目通常弱化生
态系统维护野生动物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功能的能力，尤其是我
们正面临着气候变化。 

这一卷《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呈现原创研究和分
析、专题案例分析和新出现的工具和方法，以启迪辩论、实践和政策，
目标是防止和减轻基础设施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有害影响。这本书把类
人猿作为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本身的指示物种，指出调和经济和社会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机会。 

通过Cambridge Books Online（剑桥图书在线）和www.stateoftheapes.com网
址，您可以免费下载获得这本电子书。 

“《类人猿现状》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罕见出版物之一。
这个系列的图书通过敏锐的分析和生动的研究，介绍在长期已有和新
出现的威胁之下，世界上类人猿物种的存续问题。这些威胁包括采
矿、能源勘探、农业扩张和土地用途转换，这些力量将不仅继续影响
野生类人猿的未来，也影响所有现存野外栖息地及其承载的丰富生物
多样性的未来。通过审视类人猿各分布区国家的发展力量的复杂性，
《类人猿现状》对类人猿保护的前景做了知情、现实的评价，描绘了

可能决定这些独特物种毁灭还是存活的政策的潜力。

”Matthew V. Cassetta 
刚果盆地森林伙伴关系主持人  

美国国务院

Arcus基金会。2018年。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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